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

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贾 根 良
（ 南开大学 经济学系，天津300071）

  摘要： 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
的相似性。 《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
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
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 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
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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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这个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
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在最近二十年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1］。
演化经济学广泛地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中有关不确定性、系统论和有机演化的思想，并尝试以批判
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为基础对其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2］。 在接触批判实在论［3］的过程中，笔
者将其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并
逐渐产生了“两者的创造性会通将奠定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采取独特路径的形而上之基础”的
想法。 本文运用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解释学”［4］，首先扼要说明科学新范式、中国古代有机整
体论思想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通过对中国古代原发性的演化思想进行现代阐释，系
统地探讨“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和方法论原理。

一、科学新思维、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论思想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确认了科学发展的两条途径：机械原子论的和有机整体论的。机械原子
论的思维特征是还原论。 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来看，还原论是17世纪在西方发生科学革命的主要原
因，也是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以前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维。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从科
学创造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科学研究传统，但有机整体论的科学思维以其传统的方式在中
国一直存在着或仍在发展着，当它在20世纪与西方新的科学思维相遇时，李约瑟评论说，中国这种
有机整体论的传统保存了“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5］（ p．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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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这种新的科学思维就是系统论或有机整体论的思维，它在量子力学、非平衡热力学和混沌
学等学科中已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并将在新生物学、关于意识的新科学以及新宇宙学中得到发
展。最近，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拉兹洛在《整体性：新科学的寓言世界》中总结了科学新思维的特征，
“它们关心构成有机整体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各个部分的聚合体。描述这些特征时通常使用的关键术
语是‘相干性’和‘非局域性’。 在新科学中发生的相干性和非局域性现象出现在所有研究领域和所
有尺度和复杂性的层次上……这些发现证明了古老的但不断再现的直觉——如像格言所说的‘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和‘任何事都和其他的任何事相关联’。它们表明了科学的一种基本转换——从对
逻各斯的定量和分析理性到对整体的多方面的和整合的理解。”［6］（ p．251）

20世纪30年代，思维敏锐的西方科学家首先发现了这种科学新思维与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论
思想之间惊人的联系。著名的量子力学创始者玻尔和海森伯等都注意到，远东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
量子理论的哲学实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海森伯语） 。 李约瑟是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论思想的热心
宣传者，在他的影响下，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科学家都把眼光转向了东方［5］（ p．249） 。 卡
普拉在他的畅销书《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系统地研究了两者在思想上
惊人的类似性，并对科学新范式的六个判据与东方哲学进行了对比。普里高津非常推崇中国自发的
自组织世界观。协同学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也说，“我认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
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4］（ p．223） 。

我们以上所举的例子主要是来自物理学，就经济学而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进化生物
学、系统论和非平衡热力学中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等理论为基础的，而后两者与中国古代有机整体
论思想具有惊人的类似性。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在谈到复杂系统科学时就指出，东方哲
学一向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复杂性的特点则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天然固
有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7］（ p．

464） 。 作为复杂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要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是必
然的事情。

与目前以机械原子论为基础的仍占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蕴藏着远比其更
高明和更丰富的思想，我们在这里仅以心理学说加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现在仍基于效用（享乐）主
义的心理学说，理性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术语，但这种心理学说实际上毫无说
明经济行为者的心理变化，无法运用于指导实际经济行为。 相反，《周易·系辞传》区分了五种心理
状态：吉、凶、悔、吝和无咎①，“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无咎者，善补过也。”
这也就是说，吉的意思是“得幸”，令人高兴的心理状态；凶的意思是“得祸”，最不好的事情；悔的意
思是会生后悔之事，也就是佛经上讲的“烦恼”；吝是指受人责难而陷入困境；无咎的意思是虽有缺
点，但不至受到责难。《周易·系辞传》中又说，“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只要有行动，这四种心理
状态的某种就必然要发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对《易经》六十四卦来
说，“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因此，《易经》讲的是人生的六十四种境遇，采
取行动（博弈）的指南，多忧患之词，笔者认为，它要比博弈论高明的多。

新古典经济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是内在相冲突的，但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却具有其发展所需要的
深厚文化基础。 “新奇创生”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而《周易》则是“关于变易的书”，变化
日新是其思想精髓。 变化日新“包含两重意义：一是说变化永无休止，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中；二是说
伴随着变化的是新事物的不断出现和旧事物的不断消失”［8］（ p．321） ，难道这不正是演化经济学所关
注的“新奇创生”吗？中国哲学同样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优（最大化）假说、类型思考和历史无关这
些基本假定，同样强调了群体思考和历史的重要性。老子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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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权衡而非最优。 由于强调与时空相关的“位”、“时”、“中”［9］（ p．33） ，并以相关事态作为人的决策
根据，所以，中国哲学要比演化经济学中的满意假说蕴藏着更深刻的思想。 “和实生物”强调了多样
性；“时”和“知彰”①的概念则说明了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下面就较详细地讨论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
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的惊人相似性。

二、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本体论基础

（一） “和实生物”：多样性与创新的基础
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多样性是演化的基础，而演化又产生多样性。那么，多样性的起源又是

什么呢？它来自事物和个体的异质性，在演化经济学中，群体思考就是基于这种本体论假设。 在中
国哲学中，承认事物和个体的异质性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周易》《睽》卦《大象》云：“上火下泽，睽。君
子以同而异。”“以同而异”乃是“求同存异”之意。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 ，其本体论
假设同样也是殊异性和多样性。

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传统都认为，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新组合的结果，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中
称为“和”。 公元前774年周太史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0］（ p．611） 。 怎样理解“和”和“同”
呢？“《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一段话，其中区分了‘和’与‘同’。 他说，‘和，如羹焉。 水，火，醯，
醢，盐，梅，以烹鱼肉’，由这些作（佐） 料产生了一种新的滋味，它既不是醯（醋） 的味，它也不是醢
（酱）的味。另一方面，同，‘若以水济水’，‘若琴瑟只专一’，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同，与异是不相
容的。 和与异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11］（ p．150） 。 总而言之，
“生”是“和”的结果，而“和”的基础是“异”。“和实生物”的思想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创新活动的基本原则，它在强调多样性的21世纪必将重放异彩。

（二） “道”与阴阳：演化的机制
在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机制的分析遵循三个相继的步骤：初始条件（遗传分析） —变异或新奇创

生的起源—选择过程，它采用了结构（制度） —能动作用（个体） —结构（制度）的程式，这种方法易于
操作，但容易忽视结构（制度）与能动作用（个体）之间的辨证关系，动态程度受到限制。实际上，在传
统的演化经济学中，老制度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分别片面地集中在结构（制度）和能动作用（个体）的
侧面上。但批判实在论却提出，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社会结构，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
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 因为社会结构依赖于人们的能动作用，所以它不能
处理为给定的；同时，它也不能被看作是个人的产物，因为个人有目的的行动是以它的预先存在为
前提的。 在这里，相关的概念必定是再生产和转变，个人行动者利用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其
行动典型的未知条件，通过所有个人在总体上采取的行动，社会结构无目的被再生产或转变。

然而，如果我们把批判实在论的这种社会本体论与阴阳学说做一比较，我们将发现，它们之间
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阴阳思想是《周易》的精髓，《周易·系辞传》对此进行了概括：“一阴一阳之谓
道”。第一，《周易》的基本原理就是“一阴一阳”，离开阴阳变易，也就没有《周易》的变易法则。第二，
它将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法则概括为“一阴一阳”的动态过程，说明对立事物的互相变通。 在《周
易》中，卦象的变化基于阴阳两爻的相互推移，所谓推移既包括相互排斥，又包括相互吸引，《周
易·系辞传》把它概括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并作为解释一切事物变化的源泉。第三，承认事物存
在两重性，要求人们从对立的两方面去观察事物，否则就是片面的。 张载认为，只有从阴阳相兼出
发，考察事物的变化，才能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千变万化中把握其根本［8］（ p．115；p．203） 。 第四，阴
阳互为消长的规律就是“道”，“道”即演化的机制，“道”生万物，但这种“道”“百姓日用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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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面的比较分析，结构与能动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周易》的阴阳学说来说明，那就
是：结构与能动作用作为对立面互相变通，结构与能动作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推移、互为消长产生
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它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下所导致的。 在这里，结构与能动作用作为
对立面互相变通必然要以两者互为前提为基础的，而相互推移、互为消长就是转变。如果考虑到，在
处理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一直经受着二元分裂的痛苦，那么，
我们就会知道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特别是批判实在论在理论上的创新上是多么重要。然而，对于熟
悉易学的人来说，这种理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正如费正清等所指出的，“实
际上，阴阳概念用于分析自然和人类社会事物常常比西方的二重性更有用。与地中海世界善恶处于
永恒冲突的二重性不同，阴阳是相互补充的和相互制约的”［12］（ p．51） 。

（三） “阴阳不测之谓神”：不确定性与认知的不完善
上面我们已经讲到，阴阳互为消长的规律就是“道”，就是演化的机制。对于这种“百姓日用而不

知”的“道”，科学研究可以认识到。 然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是本体论假定上的道，阴阳是就应用
和本体的象（象，像也）而言的，本体上的道既不在“阴”上，也不在“阳”上，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

“阴阳不测之谓神”在本体论上至少具有三种含义。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理论都不
能声称是对实在最完善的描述，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观点与终极的本体区分开来。 阴
阳尽管玄妙，但却具有可描述性，然而，它只能体现在“有名”的可描述的万物之中，作为最终意义上
的本体乃“无名”之道，是不包含矛盾的，也是不可言说的。《易传》的这种思想来自于道家的老子，对
于老子来说，道生万物，万物乃可知可言的认识对象，也即有“名”者。“道可道，非常道”，作为一般的
道是不可道的，但“有名”的道则是可道的。

“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第二种含义是，即使是在“有名”的可描述的道中，由于不确定性，准确的
预测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与实证主义科学观相反，预测正确与否并不是判断一种假说正确与否的
标准。 《易传》说，“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 “神”谓变化多端，不拘一格，神妙莫测。历
代易学发挥了这一观点，用以解释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8］（ p．340） 。

“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第三种含义是，《周易·系辞传》将演化的动因称为“神”，将变化的过程称
为“化”，提出了“穷神知化”的认知任务［8］（ p．338） ，这正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四） “性习论”：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
当前学术界对人性形成的自然—教养说的激烈争论，可以追溯到达尔文对遗传倾向和获得性

行为的区分。 自然—教养说的争论反映了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演化的复杂性，对于解决“利己主
义”（主流经济学基本假定）和“利他主义”的两分法以及个体还是群体选择等问题来说，这种争论的
澄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演化经济学中，凡勃伦看到了达尔文上述区分对经济学的意义，采用了
“本能和习惯”这种更明确的术语，在“制度就是流行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这个基本观念的基础上，创
立了老制度学派。 凡勃伦提出人性是遗传与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天生具有六大本能倾向，但
这些本能倾向受制于习惯的发展并由习惯所修正，而习惯则是经济社会环境的产物。老制度学派的
这种人性理论与我国古代的“性习论”具有惊人的类似性。

“性习论”是我国古代关于人性形成与发展的理论。 “习与性成”据说是商代初期伊尹告诫初继
王位的太甲的一句话。 清初的王夫之对此作过解释：一种习惯形成的时候，一种性也就和它一起形
成了。 孔子根据“习与性成”的理论，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传
说也是孔子的言论。 “性习论确认性有两种：一种是由生长而来的生成的性，可以称为生性，亦即人
的自然本性；另一种是人出生以后学习而来的习成的性，可以称为习性，亦即人的获得本性。人的生
性只有很少的几种，习性则是大量的，并且其发展的可能性是无限的。”［13］（ p．3）此外，我国古代学者
还提出了一些要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更现实和更有价值的人类行为的假定，如对善与恶相对性的认
识，对所有道德标准相对性的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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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进化心理学又提出了与上述两种学说相类似的理论。 进化心理学
接受了这种看法：人类的心理活动是由众多的模块（ modules） 所组成的，哪部分模块被激活取决于
工作所属领域。 人类在模块的基本组成上都是相同的，或者说遗传上的本能或自然本性都是一样
的，但这些本能或自然本性不是同样性质的（如“性习论”认为有几种生性） ，哪种模块被激活取决于
所提供的信息投入。 环境的影响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它影响到大脑结构的个体发
育；另一是它干预了心智模块向行为的转变。 同样的心智模块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行
为。进化心理学用这种理论解释文化的多样性。 “性习论”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制度或环境可以塑造
人的行为，体制改革和组织设计必须考虑它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五）生成论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 （ being ） 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

（ 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
行研究的科学。 “存在的科学”假定世界存在着某种独立的最小单元，是不可再分的，具有不变的性
质，如经典物理学中的原子，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相反，“生成的科学”假定不存在基本的和不变
的最小单元，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它们的性质必须用关系来定义。

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生成的科学这种定义与作为我国传统科学特征的生成论是不谋而合的。 对
于后者，董光璧先生曾有精辟的见解：“生成论和构成论的不同在于，前者主张变化是‘产生’和‘消
灭’或者‘转化’；而后者则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 这两种观点在古代东方和西方都
产生过，但是在东方生成论发展为主流观点，而在西方构成论发展为主流观点。 生成论和构成论的
差别是造成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根源。因为生成论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
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如英
文单词为 pattern，译为型态论更适合，以与 model相区分——引用者注）的特征。 因为构成论便于
建立概念体系的结构模式，适合几何描述，而几何形式又易于发展演绎推理，于是形成了西方传统
科学的结构的、几何的、公理的特征。”［5］（ p．30）生成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演化的科学。

三、中国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

（一）取象—比类：回溯法
根据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回溯法是一种通过隐喻、类比从而提出假说的过程。通过隐喻和类比，

回溯法由于点燃了相似事实之间互相联系的火花，所以它是最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尽管有时
会产生极其错误的见识。与新古典的演绎主义相反，经创造性综合而成的新演化经济学把回溯法作
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拥有独特的文化遗产优势。

按照《周易·系辞传》的概括，中国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采用了观物—取象—比类—体道的
程序，它与还原论和构成论的公理或演绎的方法不同。 “取象—比类”无疑是回溯法的先驱思想。正
如《周易·系辞传》所言，“易者，象也”，象论是《易传》最重要的认识论。 《易传》中的“象”有两层涵
义：一层是事物外在的现象，“见乃谓之象”；另一层是模拟或模型的涵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
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里的“取象”不是制作模型，而是通过对对象的反复观察，将
对象概括、提炼为意象。意象大致相当于隐喻，正如哲学家罗蒂指出的，我们的哲学信念是由图像而
非命题、隐喻而非陈述所决定的，宇宙的秘密也首先是意会性地被感知到的。但我们应该注意，“《易
传》作者不是同等地对待所有‘见于外而可阅’的事物形象，他们要着意研究的是事物的行为和功
能”［10］（ p．74） 。 例如，中医学以阴阳应象为根据，提出了藏象经络学说，正是从阴阳的相互作用来获
取对人体生理现象动态认识的。知识的积累是一个过程，藏象经络学说的提出要经过许多代人的不
懈努力，对每一代人来说，先人的看法（即理论）就成为进一步观察的基础（ “观察渗透着理论”）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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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实际上是一个艰苦的理论思维过程。
“比类”就是类比，这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引人注目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事物的认识往

往不是直接探究该事物本身而是在观照他物、在编织起的此物与他物互倚互重的整体中达到对此
物的理解”［14］（ p．367） ，通过类比对不断扩展的人类经验加以把握。 “比类”在《周易》六十四卦的形成
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藏象理论的形成是在与五行学说的类比过程中产生的。 通过“比类”，我们
才能提出理论或模型，如《周易》六十四卦就是人生六十四种境遇的模型和行动的指南（理论） ，《周
易·系辞传》写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
爻”。“比类”还有另一层涵义，就是再把模型或理论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从而体认“道”的信息，“体
道强调的则是：道的本体不会直接显现，只能从事物的变化中透露道的意蕴”［14］（ p．368） 。 所以，就
《周易》来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体
道”的重要性就在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二）阴阳反照：取象的方法
如何辨证地研究个人（能动性）与社会（结构）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具体到制度

与演化经济学，则是如何处理制度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按照《周易》哲学，由于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互为因果，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辨证的统一，所以对某一方的认识只有通过另一方
才能得到彻底和完整的理解。换言之，在获取事物的动态之象时，我们需要采用阴阳反照的方法：通
过结构认识个体，通过个体认识结构。 这在易学中又被称作相成思维，“相反相成”。

阴阳反照作为研究方法有两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所有现象都是阴阳这两种对立力量交互作
用的结果，《周易·系辞传》认为，“易”之变化就在于“道”之“辟”“合”，亦即“阴”（收缩） “阳”（展开）
之交替。所以，在研究各种经济现象时，我们应根据阴（结构或制度）和阳（能动性或个人）相互推移、
互为消长有可能蕴藏着转变这种思维来获取事物的动态之象。

阴阳反照作为研究方法的第二种涵义是，利用经济现象与深层因果机制的对应关系，通过阴阳
反照这种间接的认识方法，反复观察，获取事物的动态之象。中医学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但我们必
须注意经济学在发展这种方法时，它与中医学研究对象的差别所具有的含义。 “医家利用机体表里
内外有形与影、鼓与响的对应关系，利用机体对病邪，对药物会产生确定性反应的原理，主要（不是
全部）借助对人体表征的观察，得出藏象经络理论；同时逐步推知病因药性，得出中医病因学和药物
学。 前者属于‘司外揣内’，‘由远及近’，后者属于‘司内揣外’，‘由近及远’，鲜明地体现了‘阴阳反
照’，间接认识的特点。”［10］（ p．302）

（三）脉络主义：建立模型或理论的原则
“情境和脉络特定（ context specific） ”的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

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在演化经济学中，
这是历史方法的具体体现。 我们一般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考虑的是特定时空，可能类似于《周易》的
时位观念。

唐力权先生指出：《周易》中最突出的思想莫过于“时位相关”的存在概念，在此基础上，由于场
思维与过程思维的综合而成为可能的动态的脉络主义（ contextualism） 或境遇主义（ situationalism）
得以确立［15］。 《周易》中的这种“时位相关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实体—属性”的
思维模式截然异趣，但与怀特海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精神上具有相似性，而后两者反过来与演化
经济学有深刻的渊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演化经济学在西方站稳脚跟并大行其道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天（阳）和地（阴）象征着“易”的两极——创造者与
容纳者，它们构成了宇宙的场特征。 时间和空间并不是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
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按照唐力权先生的看法，这种“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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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观念是以有机主义和创造主义本体论预设为基础的。有机主义意指万事万物在“道”中的多
维度、多层次的内在关联性与相互依赖性，而创造主义则强调其无尽的自我转化与生成的历程。 对
中国哲学来说，实在完全是动态的、辨证的和脉络性的，蕴藏着无限创造性的可能。 因此，脉络主义
是演化经济学建立模型的原则。

（四） “研几”：方法论的精髓
《周易·系辞传》里的“几”是指极其细微的变化，所谓“研几”就是对变化的细微透视。 古人云：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征兆”；“风起于青萍之末”。“研几”的作用就是谋于征兆，见
微知著，从事物的细微变化中看到它在将来有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先贤深谙非线性正反
馈原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西方演化经济学没有明确提出“研几”的重要性。不过，对“新熊彼特”学派研究技术变迁的学者
来说，“在保持系统处于均衡的日常力量与更缓慢地发挥作用但导致巨大的（实质性的、真正的）长
期效应的极细微的演化力量之间做出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其他经济思想流派由于缺乏这种区分阻
碍了他们对技术变迁进行研究［16］（ p．105） 。 实际上，“新熊彼特”学派高度重视“研几”的重要性，这主
要体现在他们对新技术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涵义的研究上，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就根据对
信息和通讯技术特性的研究，提出了未来的企业组织形式将向网络化方向演化的观点，目前这种观
点已变得相当流行。

“研几”可以培养我们对细微变化和“新奇突现”的高度敏感。 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任务
就是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周易·系辞传》就说：“夫
《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知几，其神乎”。 这也就是说，《周
易》是圣人用来研究天地之间深奥事理和极细微微妙演化力量的，由于对微妙事情的深入研判，所
以《周易》能成就天下的一切事务，一个人的智慧能够“知几”，就是达到了神通的地步。 “研几”就是
“穷神知化”中的“穷神”，只有“研几”才能达到“知化”，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要承担起我国古代先
贤为我们提出的认知使命。

（五）型态模型
脉络主义思维产生的理论就是型态模型。机械原子论（构成论）采用的是形式化模型，而有机整

体论（生成论）的模型则属于型态模型，这是一般的通例，所以我们在中国传统科学和老制度主义经
济学中发现同样的模型就不足为怪。我们所熟知的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和波特的竞争优势“菱形”模
型等就是典型的型态模型。 这些理论虽然目前已成为热点理论，影响也很大，但却难以纳入主流经
济学公理化思维的教科书。

所谓型态模型就是把理论看作是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而不是从某种公理中推演出的模型，
中国古代科学大体上属于型态模型的理论。 “阴阳五行是理论的最基础的模型，其上还有具体对象
的不同模型，组成模型的层次结构……中医学中的经络学说、运气学说、营卫学说等都是组成理论
的模型”［5］（ p．31） ，这是不同于公理化模型的理论。

与目前经济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形式化模型不同，型态模型更加注重整体，它一般由几个
具有内在联系并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
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基于这种方法，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
层面的、全方位的和复杂的图景。 如果我们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就需要使用比较
法。比较法的基础就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
会条件联系起来，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在揭示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
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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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本文简要讨论了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并提示了中国古代演化
思想可能具有的更深刻的思想。对于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周易》这样一部关于变易和创
造性的书，无疑具有经典的地位。 我们不能说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具有中国渊源，但正如海森伯指出
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富成果的发展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交会点上。它们可
能起源于人类文化中十分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化环境或不同的宗教传统。因此，如果
它们真正地汇合，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之间至少关联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发生真正的相互作用，那
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将继之以新颖有趣的发展。”［17］

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之后，其“继之以新颖有趣的发展”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它
完全以西方思想为基础，通过对其流派的创造性综合而存在和发展；另一种则是通过与中国思想相
结合，产生一种本土化的演化经济学流派。前者是“在中国的演化经济学”，后者则是“中国的演化经
济学”。 这如同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样，冯友兰先生在说明中国佛学的建立时，区分了“在中国的佛
学”与“中国的佛学”。冯友兰指出，“中国的佛学”是联系着中国思想传统发展起来的，中道宗与道家
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 禅宗虽是佛教，同时是中国的，它对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在中国的佛学”对中国的精神发展简直没有起到作用［11］（ pp．206～207） 。 佛教在中国的传
播及其发展为海森伯的看法提供了经典的例证，演化经济学只有与中国思想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
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为此提供了基础。

目前学者们对《周易》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但实际上，它对社
会科学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周易》更多地强调了脉络、情境、因应和人的创造性，更体现了社会科
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在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中，演化经济学各流派不同程度涉及到这些因素的作用，
但缺乏使其相对完备的框架。演化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的首要任务就是提供这样一种框架，这就是为
什么它需要批判实在论的原因。《周易》的突出特点是强调理论和日常实践的统一，它不仅与批判实
在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在提供这种框架上，还可能蕴藏着后者所不具备的某些独特要素。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思索如下问题：与西方演化经济学相比，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具有哪
些独特之处，它又缺失了什么？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我们如何运用《周易》以及中国古代演化思
想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新的经济演化理论，并对实际经济问题提出独特并富有魅力的解释？此类问
题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是必不可少的艰苦工
作。 21世纪中国经济的复兴将为这项工作提供难得的机遇，两者的成功都需要对《周易》创造主义
思维的深刻领悟。正如拉兹洛所言，演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难道这不
正是《周易》创造主义思维的精髓吗？

参考文献：
［1］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J］．学术月刊，2002，（12） ．
［2］ 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
［3］ 贾根良．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进展［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2） ．
［4］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5］ 侯样祥（编著） ．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6］ （美）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97．
［8］ 朱伯昆（主编） ．易学基础教程［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
［9］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 ］．北京：三联书店，1996．

·65·2004年第4期



［10］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想［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 冯友兰．中国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2］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3］ 潘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A］．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心理学史分册） ［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14］ 刘大椿．科学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5］ 唐力权．蕴徼论：场有经验的本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6］ Payson，S．，Economics，Science and T echnology，Edw ard Elgar，2000．
［17］ 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Chinese Ancient Evolution Though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 Economics in China

Jia Genliang
（ Economics Department，Nanakai University，T 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 If looked at as a new scientific pattern，evolution economics and Chinese ancient evolution thought are very
like in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 ork．Zhouyi is “a book on changes and creation”．Its quintessence is change and up-to-
date everyday，w hich is as good as the core of the research principle of modern evolution economics．Chinese ancient
evolution thought is not only much the same as modern evolution economics in philosophy basis but also contains more
deeply profound opinions．At the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evolution economics into China，w e can
transform creatively our historical heritage into “Chinese evolution economics”．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Evolution T hought；Chinese Evolution Economics；T he Foundation of Ontology；

Principle of M ethodology

（上接第5页）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Kenneth N．Waltz
（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10027，USA）

Abstract： T he great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 nion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w er structure．Since the pow er—balancing from Soviet U nion
disappeared，America’s behavio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rbitrary and high —handed．It is w rong for the U nited
States to adopt the preemptive strategy，replacing the strategies of deterrence and containment；the unilateralism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 ill just make the U nited States more isolated in the w orld．It might take a long time for the
w orld order to return to the balance of pow er；how ever，the balance of pow 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 ill come in
the end．
Key Words： Balance of Pow er；Deterrence；Containment；Preemptiv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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